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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是我国“十四五”时期的政策导向和重点要求。 以多源流理论分析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政策

转型过程，是对政策决策的模糊性作出模型化努力，也是对政策变迁动力机制的一种解释。 基于多源流分析框架发现：高等

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矛盾，通过教育统计数据、系列焦点事件、社会各界反思反馈，形成问题源流；党和政府的顶层设

计、相关共同体的政策构想、师生家长群的体验诉求，构成政策源流；公众情绪、意识形态转化为政治源流。 问题源流、政策源

流、政治源流交互耦合，合力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转型。 新发展阶段，我国高等教育的“精准研策”应更注

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在循序渐进中推动政策迭代趋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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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党的

十九大报告继而提出“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明

确强调“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

政策话语从“内涵式发展”到“高质量发展”的演变，既意味

着党对高等教育不断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也意味着党对高

等教育发展规律的认识在不断深化［１］ ，更体现了高等教育质

量发展政策的变革。 现有研究多聚焦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的时代内涵、价值逻辑、困境与实践路径等，对高等教育高质

量发展政策变迁的动力和演化路径探讨相对较少。 高等教

育高质量发展政策何以进入政策制定者的视野？ 哪些因素

在政策演进中起到了触发作用？ 政策演进的内在逻辑是什

么？ 如何推动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转型？
以上问题成为理论和实践的迫切需求。 基于此，本研究以

“多源流理论”为政策分析工具，梳理探究高等教育高质量发

展政策的演进历程和动力因素，提出新发展阶段高等教育高

质量发展政策迭代优化路径，对推动实现高质量高等教育体

系的新目标、新任务具有深刻意义。

一、多源流理论的分析框架及适切性

美国政策科学家约翰·金登（ Ｊｏｈｎ Ｋｉｎｇｄｏｎ）于 １９８４ 年

提出了 “多源流分析框架” （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 Ｓｔｒｅａｍｓ Ｆｒａｍｅ⁃

ｗｏｒｋ）。 作为政策过程主流理论之一，多源流理论框架将政

策进程“暗箱”透明化，对政策出台以及政策变革有强大解

释力。
（一）多源流理论的分析框架

多源流理论认为，在某个公共领域内，若干个彼此独立

的要素因特定原因同时出现在一定场域内进行互动，其结果

会促成一项公共问题进入政策议程。 这些“要素”可以归类

为问题源流（Ｐｒｏｂｌｅｍ Ｓｔｒｅａｍ）、政策源流（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ｒｅａｍ）和政

治源流（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ｒｅａｍ）。 问题源流是指在特定的场域中，
多维变量对特定的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进行感知、识别并纳

入政府政策议程的过程。 政策源流阐述的是由政策共同体

为了使自己所拥护的思想、方案或建议得到重视，投入各种

资源来支持或宣传其政策方案主张的过程。 共同体成员包

含政府官员、各领域的专家和学者等。 符合一定标准的政策

建议或备选方案，如果有可行的解决措施，更有可能在博弈

讨论中幸存下来从而进入政策议程。 政治源流是对政策议

程产生影响的多维度要素集合，通常包括国民情绪、有组织

的政治力量、行政或政府换届以及执政党意识形态等。 尤其

是在信息时代，国民情绪的表达呈现快速、便捷、集中等特点

也推动了焦点事件的发生。
三条源流最直接作用是影响政策制定，开启“政策之窗”

（Ｐｏｌｉｃｙ Ｗｉｎｄｏｗ），使公共问题被识别、政策方案被采纳，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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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政策进入议程设置。 “政策之窗”开启时间较短暂，政策

倡议者需要将提前准备好的、符合决策者价值观的可行方案

及时实施，才有可能实现政策效用并解决社会问题。
（二）多源流理论的适切性

金登的多源流理论对公共政策进入政策议程的过程提

供了多维度、全方位、动静结合的分析框架，对政策议程设置

有较强解释力［２］ 。 以多源流理论分析中国场域实际问题，需
要考虑该理论模型的适切性问题。 首先，多源流理论被应用

的基本条件是相对开放和多样的政治体制与环境。 这是各

种源流中利益与诉求能够得以表达、关注和碰撞的基础。 随

着经济社会等层面改革推进和政府职能转变，我国行政政策

的制定过程对人民群众多元化、差异化需求的考量更充分，
增强了多源流理论的“适配程度”。 其次，多源流理论引入我

国后具有较强的场景适用性，广泛涉及人口生育、户籍管理、
污染防护、医疗卫生等领域。 教育领域借助该理论框架对学

前教育、课程改革、新高考改革、教师队伍建设、体教融合、课
外补习治理等政策议程进行分析。 最后，使用多源流理论分

析中国场域实际问题，需要对该理论模型进行实践修正。 多

源流理论分析模型认为，源流之间彼此独立，各有其运行规

律。 国内学者对该模型内生要素进行调整和优化，强调了三

种源流间的融合与互动，突出政治源流的核心化、焦点事件

的独立化以及在某些特殊情境下的临时决策［３］ 。 多源流理

论经过修正和调整后，有利于对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转

型的动力因素、演进过程和后果进行剖析。

二、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话语演变

分析高等教育关键政策的出台和实践发展，可以发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话语经历了从

“内涵式发展”到“高质量发展”的演变。
（一）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政策话语

任何政策变迁从来都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而是与外部

环境互动的连续性过程。 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是党中

央根据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阶段和所处的时代环境，对高等教

育发展方向目标和实践路径所作出的顶层设计。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１ 年，为降低亚洲金融危机对国内经济和就业的影响，提
高国民平均受教育水平，我国高等教育政策在该阶段主要以

规模扩张为导向。 此后，随着高校数量和规模显著增长，我
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 ２０１０ 年达 ２６． ５％ ，进入大众化发展

阶段，然而，数量化的发展并不能完全等同于真正的发展。
针对高等教育迅速发展带来的经费投入不充分、办学设施紧

张、人才培养质量不高、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等不良后果，党和

政府着力推动高等教育从“以量谋大”到“以质图强”的重大

转型发展。
作为高等教育领域的本土性政策性概念，内涵式发展政

策导向在 ２０１２ 年后逐步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 党的十

八大报告提出要“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党的十九大报

告提出要“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进一步明确了我国高

等教育政策的内涵式发展导向，也提出了内涵式发展的落实

时间表。 党和政府颁布的《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

见》，教育部历年年度工作重点包括优化学科专业、人才培养

类型、高等教育区域布局和高校体制机制改革等，均以推动

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为起点和旨归。 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是一个聚焦和实践高等教育理念、价值、目标和功能的过程。
“稳定规模、优化结构、强化特色、注重创新”是高等教育内涵

式发展的总体要求。 高等教育从规模效率向内涵式发展的

转型，深度契合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改革的价值取向，是对

高校教育部分领域功利化、短视化、商品化现象的一种纠偏。
（二）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话语

高等教育政策话语从内涵式发展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变，
反映了我国高等教育在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和发展策略上已

进入全面提质创新阶段。 ２０２１ 年，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

为 ４４３０ 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５７． ８％ ，高等教育步入

普及化阶段。 ２０２０ 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以推

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２０２１ 年第

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十四五”规划

以专章形式强调“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并对“提高高等教

育质量”进行了详细阐述。 政府工作报告也更突出高等教育

要实现更高程度的发展特色与发展质量。 党的二十大报告

更是明确强调“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高等教育政策

话语从内涵式发展到高质量发展的演变既体现了高等教育

政策目标的调整，也凸显了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和阶段的递进

性。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以充分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与

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为目标［４］ 。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

养质量不高、区域发展不平衡、资源配置不均、多样化发展不

充分等问题和短板突出，这与新起点上构建高质量发展体

系、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客观要求不相适应。 加快建设高质量

教育体系不仅体现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也表现在支撑和

引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上，更是要满足人民群众对更公平、
更优质高等教育需求。

　 　 三、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转型的多源流构

成

　 　 （一）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转型的问题源流

美国学者 Ｊ． Ｓ． 利文斯顿（Ｊ． Ｓ． Ｌｉｖｅｎｔｏｎ）认为，识别和确

认问题比解决问题更加关键［５］ 。 政策资源的有限性使得并

非所有社会问题都能进入政策议程。 依照教育政策问题构

建的基本逻辑，并非所有社会个体对教育需求的偏好都归因

为教育本身，也并非所有教育领域的问题都能归因为教育政

策［６］ 。 因此，要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对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问

题进行全方位思考和现实关怀。 金登认为，可以通过三种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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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来帮助判断哪些社会状况可以受到决策者的注意从而成

为“社会问题”，即能反映事件严重程度的社会指标、能引起

决策者关注的某类焦点事件、对现行某项目的反思反馈，均
能推动“社会状况—社会问题—政策议程”的转化。

１． 多类别教育统计数据直接反映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面临严峻挑战

根据多源流理论，系列数据指标可以将问题现状和变化

趋势明晰化。 一是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指标。 最新数据表明，
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 １９９８ 年的 ９． ７６％ 增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５７． ８％ 。 教育的本质不在于条件的改善或规模的扩张，而在

于人的发展。 高等教育发展三阶段划分理论创始人马丁·
特罗认为，精英化、大众化和普及化进程反映了高等教育在

“数量”层面的变化，其“量的增加”意味着高等教育需要在

质量、结构和人才培养模式等领域的全面更迭［７］ 。 目前，高
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使得教育规模急剧扩张，教育资源在区

域、办学层次、学科结构等方面存在结构失衡，带来的整体培

养质量不高、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引发高等教育“产能

过剩”，甚至影响社会稳定。 二是普通高校生师比指标。 根

据监测数据，全国各高校校均生师比接近 ２０∶ １，未能达到教

育部规定的标准［８］ ，国际上合理的生师比约为 １６∶ １，美国等

高等教育发达国家顶尖大学生师比集中在 ５∶ １ 甚至以下［９］ 。
生师比的持续失衡导致生均教育资源占用量不断下降，教师

尤其是青年教师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方面工作强度不断

加大，引发大学“规模”与“效率”的矛盾问题［１０］ ，从总体上

影响了教育质量的提高。 三是高等教育经费指标。 我国高

等教育经费总投入虽有增长，但经费总投入占 ＧＤＰ 的比例

仍较低，生均投入的绝对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差

距［１１］ ；不同区域、类型高校所获经费投入不均衡，中部省份

地方高校和教育部直属高校与东部高校经费差异较大；经费

支出结构不稳定，人员经费占比过小，其他经常性支出偏

高［１２］ 。 研究报告指出，教育资源投入未能跟上扩招规模是

影响高等教育质量问题的直接原因［１３］ 。 通过对上述指标解

读，发现我国高等教育面临规模持续扩张与质量提速缓慢的

矛盾，在人才培养质量、教师队伍建设、教学经费投入与效益

提升等方面面临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

舆论热点，引起政府、高校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高等

教育“规模能力上去了，质量也要上去”，要“深入研究教育

体制、教学体制、教师管理等问题，着力把教育质量搞上

去” ［１４］ 。
２． 系列焦点事件促使政府关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问

题

在多源流分析框架中，问题源流通过焦点事件积蓄舆论

张力，将问题推入决策主体视野，加速对政策的催化和引导。
教育问题作为牵涉面广的民生问题，具有公共性和社会性双

重特征。 同时，高等教育领域属于舆情高敏领域，在“人人都

有麦克风”的全媒体时代，相关话题舆情燃点低、爆点多，其
传播范围和传播频率被高倍速放大，形成强大舆论态势。 近

年来，“水课”、学术不端与学术剥削、研究生清退等事件，都
成为质量危机的社会符号，不仅客观上反映了高等教育在质

量提高、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等方面存在严峻挑战，也迫

使教育决策者更加深入思考高等教育领域面临的严峻问题。
３． 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反思反馈加速了问题解

决

来自正式 ／非正式渠道的问题反思和反馈有利于推动问

题源流转化为政策问题。 高等教育质量问题正式渠道的反

馈，表现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专家学者等向决策者提供的

各类研究报告。 ２０２０ 年，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发布

《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报告》，以“官方报告”形式评估分析了

中国高等教育整体质量状况及质量短板。 与此同时，通过微

博、微信等新媒体渠道反馈的海量化、多维化、常态化高等教

育发展思考总结与反思共同加速了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问

题源流的形成。
（二）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转型的政策源流

１． 政府从宏观制度体系构建到微观实施方案都进行了

系统设计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顶层设计主要体现在国家纲领

性规划方面［１５］ 。 从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优先发展教育，
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到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推动高等

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目标，到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实
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再到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加快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高等教育发展的目标指向更加清晰、
时间表更加精确。 微观方案措施主要体现在中共中央、国务

院及教育部出台的专项制度方面。 不论是教育部《关于全面

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提出的“高教三十条”，还是

国务院《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
确立的“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

进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总体目标，还是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

（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２ 年）》提出的“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发展”多项具

体任务等，无不是从目标、价值和策略构成的大型计划［１６］ 。
诸多统领性政策和愈加细致的具体方案，为高等教育高质量

发展政策出台奠定了基础。
２． 科研机构、高校和高等教育等领域专家学者进行了诸

多政策构想和实践探索

聚焦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政策建议以著作、调查研究、
咨询报告、论文、研讨会等形式不断涌现，为教育科学决策提

供重要支撑，也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加快了核心领导层

对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议程的设置进程。 宏观层面的

研究结果涵盖管办评分离、大学内部治理、教学质量国家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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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教育评价改革、教育信息化等诸多主题。 微观层面则围

绕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思政课程与课程

思政、教师队伍建设等制定具体对策。 不断完善的信息传导

机制和便捷的融媒体传播渠道，为相关政策报告或研究成果

转化为政策备选方案提供更丰富渠道。 高校在人才培养模

式创新、教育教学质量提升以及近年来大规模在线教育教学

等方面的探索，也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的加速出台提

供了实践经验和受众基础。
３． 高等教育受众及利益相关者从亲身体验到基本诉求

进行了诸多政策表达

在政策源流中，学生、教师、管理者、家长、用人单位均可

视为高等教育政策作用的受众，他们的直观感受、期望诉求

推动政府持续优化完善教育领域政策。 进入新时代，人民群

众对教育质量的总体需求已从“有没有”升级到“优不优”，
高等教育面临优质教育供给需求的结构性失衡问题；高分低

能等现实热点层出不穷，反映了高等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的功能被遮蔽。 这种需求与供给错位、功能异化与失调等实

然性问题，客观上要求高等教育在体系和格局上必须作出调

整。 同时，从中央到地方以及高校等利益相关者的政策共同

体，也推动高校在“双一流”建设、“金课”建设、“破五唯”、智
慧教育等领域出台了系列措施。 政策共同体在政策协商和

探索中酝酿形成最佳方案，以适应新改革发展阶段对高等教

育提出的新要求。
（三）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转型的政治源流

１． 政府话语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转型

党和政府始终坚持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

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话语型政策和文本型政

策得以充分体现。 高级别官方会议内容往往也是一种话语

型政策，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全国

教育大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等重要会议上从不同方面指出，要
“优化同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教育结构、学科专业结构、人才

培养结构”，“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 全国人大常

委会两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进一步深化高

等教育领域全面依法治教和全面依法行政，为实现大学治理

变革的制度性突破、全面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提供法治保障。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国家繁荣、民族复兴的全局

高度强调了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

展，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进入议程奠定了坚实的政治

基础。
２． 公众情绪推动高等教育质量问题进入政策议程

公众情绪代表社会大众对当前议题普遍存在的价值取

向和利益诉求，通常表现为公共舆论。 强烈的国民情绪与合

适的政治气候有利于推动政策议程设立。 高等教育作为重

要的民生领域，其规模化发展进程与经济新常态发展相互交

叠，引发了高等教育资源在供给数量、质量和效益之间的冲

突。 频繁曝光的焦点事件反映高等教育面临质量困境，社会

公众对于高质量高等教育的迫切需求进一步加剧了公众情

绪的负面表达，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进一步拓展了公众的知情

范围、表达空间与参与机会，公众对教育质量问题的关注、担
忧、焦虑、疑惑、质疑甚至失望等情绪借助融媒体传播渠道广

泛扩散并蔓延。 这类具有突发性、频发性、弥散性、强关联

性、局域性的话题与社会问题耦合性较强［１７］ ，一旦遭遇危机

事件，长期酝酿并压抑的集体情绪容易突然宣泄并失控，信
息的网状传播使得这种情绪更快速被政府识别，进而影响政

策制定。

　 　 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转型的多源流耦

合

　 　 （一）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是政策转型的耦合中心点

人才培养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 在政策话语中，对
高等教育质量的关注往往意味着对人才培养质量的关

注［１８］ 。 将人才培养质量置于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转型

最核心位置，即在政策实施层面回答“怎样培养人”重大命

题。 追求人才培养高质量是一种理想，是一个目标，也是一

项进程，这种“高质量”不仅是对人才培养结果的要求，也是

对人才培养过程的检验标准，其核心是强调人才培养中心地

位和本科教学基础地位。 追求人才培养高质量是高等教育

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内容与重要体现，要突出知识技能创新能

力培养，促进学生个性化养成与终身发展；要着力推进国家

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战略行动，部署国家急需高层次人才

培养专项，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要重视创新意识和

创造能力塑造，培养能够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引领数字经济

时代进步的领军骨干人才。 将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作为

政策转型的耦合中心点，精准实现了政策目标的“锚定”，有
利于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与人才培养质量的深度嵌入，更有效

和广泛地推动政策转型向质量中心点聚焦。
（二）政府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转型的耦合统领

者

政府是打开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转型“政策之窗”的
主导者，我国高等教育质量发展实践具有较强的“政府计划”
特征。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通过，
顺利打开了“政策之窗”，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高质量教

育体系”。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决议》以专门章节形式从“推
进高等教育分类管理和高等学校综合改革”“分类建设一流大

学和一流学科”“建立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和特色发展引导

机制”等方面对“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进
行了详细阐述。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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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不论是“双一流”建设、一流专

业和一流课程建设“双万计划”、“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２． ０ 等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落实“以本为本”举措，还是新时代全国高

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等重要会议，
都是新起点上围绕根本质量、整体质量、成熟质量、服务质量

等“四个质量”，构建高质量发展体系，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引

领性改革举措。 根据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转型的多源流

构成分析，上述会议的召开、政策的出台、教育系统的积极作

为，是目标导向、内外“政策企业家”多重推力、共同行动的结

果。 教育具有明显的政治属性，是为政治服务的。 结合我国

的政治体制可发现，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在相关政策出台、响
应过程中扮演着主导角色。

（三）稳步渐进式改革是政策转型的耦合发展式

我国高等教育已步入普及化阶段，其整体发展是低水平、
不平衡和不充分的［１９］ 。 面临经济社会转型升级、新型信息技

术革命、知识生产模式变迁、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结构性变化等

复杂挑战，我国高等教育需要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自身

发展、引领适应社会发展等三者高度耦合，才能逐步实现高等

教育高质量发展［２０］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更加公平、
更有质量的高等教育需求。 如果在实现从有质量发展到高质

量发展进程中，出现实现人的价值、教育价值、社会价值的路

径偏移或路径缺失，就可能会加剧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不

充分。 制度变迁原理视角下的高水平发展体现了自上而下由

政策主导或外部驱动的外生发展方式，表现出较强的制度依

赖。 推动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高等教育体系优化与整体

质量提升，并非仅仅是单独高校促进自身发展的场域问题，而
是在高等教育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超越传

统场域，探索由党中央和政府统筹，高校、社会和公民等多主

体协同的、从宏观到微观的“顶层设计—基层探索”改革模式。
坚持高位谋划、高位推动，将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转型作

为新发展格局中的优先要素和内生变量，在国家层面做好战

略规划顶层设计基础上，激发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和制度创新，
推动政策转型稳步渐进式改革。

五、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转型的展望

（一）系统构建：坚持教育规律，注重系统性整体性

在中国情境下，政治源流处于主导与核心地位［２１］ 。 从

中央到地方教育体系的政策制定者，既要清晰认知高等教育

发展客观规律，又要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的我国高等教育发

展内在逻辑，还要“更加注重教育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
同性” ［２２］ 。 注重转变思想观念，构筑高质量发展共识。 “以
人民为中心”的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具体表征就是“以学生

为中心”。 要把握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的新特征、新
要求，不断认识、调整并达成对高等教育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适应引领社会发展核心目标重要性的共识，突出系统化思维

和整体发展观，防止以大众化思维和工作习惯思考普及化阶

段教育发展问题。 构建多元化高等教育质量观，针对不同层

次、不同类型的高校，建立有差别的质量评价标准。 把立德

树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适应引领社会发展作为高等教育

高质量发展标准的“元标准”，将整体质量观、发展质量观和

多元质量观嵌入人才培养全过程。
（二）聚焦核心：坚持质量提升，注重根本性协同性

立德树人成效是衡量高校工作的根本标准，人才培养的

高质量是教育质量的核心。 专业设置、课程体系、教材质量

和技术水平是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四项“新基建”。 专业是

人才培养的基本单元，要以学科建设的内涵来设置专业，既
要修订本科专业类质量标准“国标”，也要抓示范、抓认证，推
进实施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形成中国特色、世界水平

的专业认证制度。 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既要注重科

教融合，把最新研究成果引入教学内容，提升课程“高阶性”
“创新性”“挑战度”，也要深化产教融合，打通人才培养供给

侧和产业需求侧。 教材是人才培养的物质载体，既要把教材

作为加强高校思政工作的重要依托，也要推动传统教材数字

化建设，提升融合性、开放性与交互性。 技术水平是学习革

命的关键突破，学习技术是新的教育生产力，要注重教育资

源数字化建设，提升教师信息技术教学能力，加强信息技术

领域交流合作，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共用。
（三）渐进转型：坚持循序优化，注重充分性平衡性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转型，本质上是大学精神的重

塑与高等教育改革实践领域的创新，这一过程包括区域、类
型和发展水平各异的高校间资源调整和利益平衡，它是一个

历史进程，并不能一蹴而就。 当前，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正

逐步进入实质性提升阶段，既要有对标对表世界一流高校高

等教育的视野与宽度，又要有运用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底

气和自信，积极稳妥、循序渐进推动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

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更加有力支撑。 要

以加强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契机，强化财政投入等

多重要素配比，以实际资源投入保障个性化、多元化教育需

求，以体制、机制深层次变革完善高等教育运行结构，扩大高

等教育优质资源供给，全面提升高等教育供给质量、效率和

效益。 坚持贯彻共享发展理念，完善制度安排和政策调整，
缩小城乡、区域和校际教育差距，寻求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

的平衡点，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让全体人民享受

到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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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生成、演进及实现［Ｊ］ ． 黑龙江高教研究，２０２２（１０）：１９
－ ２５．

［５］李成智． 公共政策［Ｍ］ ． 北京：团结出版社，２０００：５３．
［６］邓　 凡． 教育政策问题是如何构建的———基于政策发生

学的视角［Ｊ］ ． 教育发展研究，２０１７（３）：６３ － ６８．
［７］别敦荣． 普及化高等教育的基本逻辑［Ｊ］ ． 中国高教研究，

２０１６（３）：３１ － ４２．
［８］范　 唯，等． 中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质量报告（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８ 年）［Ｍ］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９：６３．
［９］傅维利，贾金平． 美国世界一流大学生师比的特征［Ｊ］ ． 比

较教育研究，２０１９（１）：２４ － ３１．
［１０］范　 哗． 大众化进程中的生师比与大学质量关系———世

界一流大学生师比研究的启示［ Ｊ］ ． 教育发展研究，２０１２
（２３）：８ － １５．

［１１］方　 芳，刘泽云．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投入

的变化与启示［Ｊ］ ． 中国高教研究，２０１８（４）：７８ － ８５．
［１２］秦东升，等． 中国高等教育经费支出结构研究———基于

与 ＯＥＣＤ 国家的比较［Ｊ］ ．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２０１９（１１）：８４ － ９２．

［１３］谢武纪． 高等教育质量问题与大学质量自觉———基于对

扩招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考察［ Ｊ］ ．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

科学学报，２０１８（６）：５８ － ６５．
［１４］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

设论述摘编［Ｍ］ ．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７：５５．
［１５］李立国，张海生． 国家治理视野下的高等教育治理变

迁———高等教育治理的变与不变［ Ｊ］ ． 大学教育科学，
２０２０（１）：２９ － ３６．

［１６］孙国友． 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政策价值取向研究———基于

《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及其配套政

策文本分析［Ｊ］ ． 高教探索，２０１５（１）：３９ － ４２．
［１７］倪　 娟． 教育领域风险点：类型、后果、成因与防范［ Ｊ］ ．

教育发展研究，２０２０（９）：１ － ７．
［１８］李文平． 我国政策话语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关注及演

变———基于 １９８７ － ２０１６ 年《教育部工作要点》的文本分

析［Ｊ］ ． 教育发展研究，２０１６（１１）：２１ － ２９．
［１９］杨　 冬． 普及化阶段的一流本科教育：基本特征与实践

路径［Ｊ］ ． 现代教育管理，２０２１（１０）：５４ － ６２．
［２０］王智超，朱太龙．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价值逻辑探寻

［Ｊ］ ． 中国电化教育，２０２１（９）：１ － ８，１７．
［２２］本书编写组．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Ｍ］ ． 北

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２０：１６２．

Ａ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 Ｓｔｒｅａｍ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Ｐａｔｈ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Ｕ Ｌｉ － ｍｅｉ１，２，ＬＩＡＯ Ｃｈｕｎ － ｈｕａ１

（１．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Ｃｈｅｎｇｄｕ ６１１１３０， Ｃｈｉｎａ；
２．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ｈｅｎｇｄｕ ６１００６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ｈｉｇｈ －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ｋｅｙ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ｅｅｎｔｈ Ｆｉｖｅ － Ｙｅａｒ
Ｐｌａ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 ｓｔｒｅａｍ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ｉｓ ａｎ ｅｆｆｏｒｔ ｔｏ ｍｏｄｅｌ ｔｈｅ ｆｕｚｚｉｎｅｓ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 ｍ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ａｎ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 ｓｔｒｅａｍ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 ｏｆ 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ｆｏｒｍｅｄ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ｆｏｃｕｓ ｅｖ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ｆｌｅｃ⁃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ｆｒｏｍ ａｌｌ ｓｅ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 ｔｏｐ － ｌｅｖｅ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ｉ⁃
ｃｙ 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ｔｈｅ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ａｎ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ｓ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ｉｎｔｏ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
ｔｉｃｓ ａｒｅ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ｊｏｉｎｔ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 ｈｉｇｈ －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 Ｃｈｉｎａ’ ｓ ｈｉｇｈ －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ｐａｙ ｍｏｒ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ｍａｋｅ ｉｔｓｅｌｆ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ｉｌ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 ｓｔｒｅａｍ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ｈｉｇｈ －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７１多源流理论视域下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变迁与路径选择


